“电波”抗日的黎里人
——曾截获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的
黄埔军校六期生徐荣道掠记
陈良
民国社会，文有南社，武有黄埔。而小小古镇黎里，却是文武双全，镇上有多处南社的主要活动点，在那里的南社成员就达20多位。而传统中国，文武不相离，何况乎那时候国家有难，不少黎川儿女纷纷弃笔从戎，走上抗日一线。更有多位佼佼者走进“黄埔”，他们以黄埔军校毕业为荣，在抗日前线，在不同岗位，抱定了“我生国亡，我死国存”的决心，无惧险恶，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抗日战歌。
今年是黄浦军校建校97周年，笔者走访了几位黎里黄埔生后裔，搜集了相关资料，期间一次次被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显露的大义和才能所折服，所感动。其中，有一位也已作古的老“黄埔”、黎里人徐荣道
徐荣道（1909-1994年），原名祥生，字伯琳。黄埔军校第六期交通兵大队学员，毕业后，历任交通兵大队无线电19分队少尉报务员、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报务员、天津分社领班。日军侵占上海后，加入国民政府行政院上海情报组，后任总干事，截获日军进攻长沙，发动太平洋战争情报。（《黎里镇志》）
            觅得徐老字，得访徐刚叔
在网上，我觅得徐荣道的一幅书法作品，发在朋友圈后，第二天清晨就收到了平一德老师的微信回复：“你收藏的徐荣道书法作品，我发在我的同学群里，徐荣道的儿子徐刚是我的同学，有没有兴趣一起去拜访一下？”我此时正是求之不得，立即应允。过了三天，平老师打电话给我，说已联系好了。我即与平老师一起前往住在振黎小区的徐刚家。这个小区是黎里较早的一个居民住宅区，路程并不太远。
到了徐宅，我们简单寒暄后便直奔主题。辈分上我称他叔叔的徐刚将他父亲的照片，资料拿出来，平老师帮我翻拍了照片。历经“文革”，徐荣道所有资料基本无存，只留下了一张小照片，和徐老1982年写的一份回忆录。
徐刚说他父亲是搞通讯的，最大的贡献就是抗战期间曾向重庆方面提供了二份重要的情报，一份是日军阴谋发起珍珠港袭击，另一份是“长沙会战”前夕日军的准备情况，这二份情报都倍受重庆国民党政府的重视，并得了嘉奖和巨额奖金。
关于徐荣道的一生，他在自己亲笔写的回忆录里写得很清楚了。回忆录共13张纸，我向徐刚叔提出了借回去复印一下，徐刚叔爽快地答应了，临走前平老师还为我和徐叔合影留念。
回家翻读徐荣道的回忆录，在我面前逐渐展现了一个黎里黄埔生曲折的一生，既有求学的艰辛，也有抗战中从事地下斗争的惊险，字里行间显现的是其拳拳爱国心和对家人的浓浓歉意。
 少小求学苦 ，误撞入“黄埔”
清朝宣统元年（1909年），徐荣道出生在黎里镇的南港，家中殷实小成。他七岁进私塾，九岁进黎里树人小学，13岁进第四高等小学，后考入了江苏省立一中。期间却因军阀混战，南京学校为奉系军阀占领，他不得不中断学业，后在黎里同学何辛生的帮助下，进入南京技校的中国建设委员会所办的无线电训练所学习，经过二轮严格的筛选，徐荣道如愿进入了，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在学习中除了军事化管理外，这个训练班每月还要考试一次，80分以上张榜嘉奖，60分以下的开除出校。他并不知晓，这个无线电训练所是具有军事性质的。为求立业生存，徐荣道在此期间拼命读书，由于疲劳过度，身体瘦弱，成绩还是出现了下降。出乎意料的是，当时国民政府的一纸决定，改变了他的人生：凡军事性质的学校，一律并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于是他留在了学校，并入了交通兵团，成为黄埔第六期学生。毕业后他被编入无线电第二大队19分队任少尉通讯员。几经随军备战，历经过战九江，后又到河南，但到了河南后，却接到了家里发来“母病速归”的电报。
情报工作苦，有惊又有险
徐荣道回到家后却发现其母无病安康，并非如电报上所说，之所以让他速归，全是家里人因为自已去了军队，音讯不通，着急所为。徐荣道回忆当时的情景，如此记述：“母亲烧香拜佛，求佛保佑，祷告‘好人相会，恶人远避’，大概感动了神灵。” 
既然已经回了，只能作留下的打算。不久父母开始为徐荣道筹备婚礼，未婚妻叫盛彩文。婚后二个月，徐荣道接到同学潘明相邀，去济南电台工作。期间又是几经周折，后由安徽电台的台长夏哲厂介绍进了中央社，当时中央社下设上海、汉口、天津、北平四个分社，由徐荣道负责汉口分社，兼顾北平和天津处电台。报务忙，晚上都不能好好休息，此时又值“九一八事变”后，信息频繁，幸好他正值壮年，精力尚可，还是坚持了下来。期间，徐荣道母亲因病过世，这给了徐荣道沉痛的打击，持续二年多，他心里甚哀。1935年，徐荣道调任天津分社领班，而当时华北形势已经恶化，中央机关都纷纷撤退，且电台工作需要十分谨慎，徐荣道全身心地扑在了工作上。1936年，中央社主任高仲芹到天津和北平社视察，给了天津社很高的评价。1937年，“七·七事变”引发了中日全面战争，第一天，消息频传捷报，大家劳累之余都倍感兴奋，但随着战事深入，徐荣道的心情也变得更加沉重。期间，二十九军与日激战，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先后战死，北平分社工作人员十人被捕，后经交涉获释，北平分社也随之解散。
形势逾发严峻，天津分社也告解散，因有租界掩护，留下了徐荣道等七人继续工作。电台设在英国路透社天津办事处，路透社主任Mende和全体工作人员十分热情，协助分社的工作。可好景不长，后来被日寇所侦查到，日寇对路透社施加了压力，电台不得不迁到了曾以济家里，分社工作人员则分头在家，由其中一名叫老陈的骑自行车从中联络传递。那段时间，电台几经转移，险情频出，好在都是化险为夷。1939年，中央社总社来电，调徐荣道去重庆，而临近动身，不意正值浙赣线战火，宁波失守，未能成行。后来总社来电征求徐荣道的意见，能否留沪工作。考虑到离家近，徐荣道应允成行。 
 中央社驻沪分社也是困难重重，原设在法国通讯社“哈瓦斯”办公处内的电台，被日伪用手榴弹炸毁，而新电台也是历经三个月才建成。有一天，蒋书栋报信：出问题了，就是当初经手租用电台房屋的人被敌伪抓去了，所以应立即将发报机拆除，转移。而对徐荣道的住所，没有嘱咐转移。多年的经验让徐荣道觉得自已回去不妥当，必须立即离开，当晚他就去了表弟张颂文处。第二天一早，他去了中美日报社，工作人员神色紧张地告诉徐荣道，蒋书栋打过电话来，讲凡尔登公寓昨夜被日伪两部装甲车包围，伪军20多人包围搜捕，结果扑了个空。徐荣道一边庆幸，一边回到了中美日报社内工作。期间，张家彦介绍了不少朋友过来，徐荣道负责接待，其中一个叫康绍基的，徐荣道印象特别深。康是奉行政院长孔祥熙之命到津、沪两地筹建战时情报组织，尚缺少译电人员一名，由于康绍基为人直爽，徐荣道一口应允为他兼职。
刚开始进展顺利，可过多久，徐荣道就与他的战时情报小组联络员失去联系。后来张家彦抵沪后才告诉徐荣道，康绍基回到天津就被日军逮捕了。康绍基逮捕后，非常坚强，一字没招，战时情报小组未遭破坏。后来，陈其伦接了班，他和徐荣道配合默契，在得到行政院许大纯（徐世昌的女婿）的支持后，他俩迅速改组了上海情报小组。原来小组解散，改用第三战区上海小组的人员，因为其驻沪特派员平祖纯被捕牺牲，小组成员正群龙无首，徐荣道就将他们全部召入麾下。在徐荣道的领导下，行政院的上海战时情报小组分工明确，同心协办，成绩斐然，得到了重庆方面的奖金2万元。
徐荣道平时居住租界上，租界没有什么户口制度，迁移自由。可忽然有一次，租界举行户口登记。登记表一式二份，要贴上户主照片交上去。后来就没了下文。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统到“76号”（拉非路76号，日伪特务机关）查抄时，徐荣道的朋友张寿龄在敌特档案内发现了徐荣道的这二张照片，原来当时敌伪已盯上了徐荣道。这二张照片连同其它照片在“文革”中全部被没收销毁。
获重要情报，为抗日贡献
在日军进攻长沙之前，徐荣道的小组有了重大发现，知悉日军2个师团的兵力及其指挥官，飞机大炮坦克的数量及进攻的时间，路线等具体情况，为国军的长沙战役提供了可靠并准确的情报，成为长沙战役取得胜利打下重要基础。为了奖励上海小组的出色情报工作，徐荣道他们得到了国民政府的一笔5万元的巨额奖金，小组人员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徐荣道的小组又获得了大量的情报，包括日本国内军政机关以及在华重要军事机构纷纷召开紧急会议，制定各种非常措施，这引起了徐荣道的注意，这些资料足以判断日军将在近期有大行动，他立即命令将所有资料向重庆方面传送。后来徐荣道去了重庆后，张家彦告诉他这些重要的情报，国民政府曾转告盟国美国，12月8日是周末，美国方面因对相关情报未予重视并采取措施。当日军偷袭珍珠港时，舰上官兵多数在岸上跳舞作乐，毫无戒备，损失惨重，主力舰12条，有8条被击毁。
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了上海租界，情况危急，所有挂靠洋商的报社以及中央社等地下组织人员全部撤退到内地安微屯溪，为徐荣道上海小组发电报的人员没有了，小组的工作陷入了停顿。正巧，徐荣道的手下小张在街上碰到了上海分社电台的报务员周维善，周得知情况后出于民族大义，答应为他们小组电台发电报。在日军占领租界的短短几天后，徐荣道小组恢复了与重庆方面的联系，恢复日常工作，向重庆方面源源不断地发送上海方面的信息。
可伴之而来的是逼近的危险，事实上，“76号”在空中早已发现徐荣道小组的电台讯号，也从翻印的照片上知道了徐荣道这个人，一切等待着收网。
1942年7月20日，日伪特务终于行动了。那天，联络员小张把译好的电报送去联络站，但过了一个多小时还没回来，由于相对安全了一段时间，徐荣道的警惕心放松了，全然没有察觉到一点危险，直到下午四点，小张的妹妹到徐荣道家来查询小张的去向，徐荣道才感到出了问题，于是他立即出门，并告诉妻子彩文，自己去表弟张颂文处暂避。晚上七点钟左右，彩文带着孩子前往张颂文处告知：徐荣道走后不久，果然小张和2个不认识的人来找徐，幸有预防，他们扑了个空。临走时，小张摇了摇头，示意自已被捕了。事后徐荣道了解到，先是电台出现问题，周维善被逮捕，被押送到沈鼎吾处，小张去送电报时，发现情况有异常，欲将电报吞食，已不及，被敌特迅速摁倒。小张被捕后遭严刑逼供，要他交待徐荣道的住处。小张故意拖延时间，最后领特务到了徐荣道以前住过的几处地方，直拖到4点钟过后才到徐荣道真正的住处，使徐荣道有时间脱身。徐荣道一夜未眠，大清早就回了苏州，又转道去湖州徐家酱园，而妻子盛彩文，徐荣道让她先去自家住处的路口等陈其新（此时彩文尚在张颂文处），通知他出了事，并叫陈立即转移。徐荣道紧急作了安排后，与妻子约定在湖州徐氏酱园会面。
            脱险去重庆，引见得嘉奖     
徐荣道夫妇在湖州徐氏酱园团圆相见后，盛彩文告诉徐荣道，当日她并没有等候到陈其新。过后几天，徐荣道在湖州忽然接到了小张的来信，信中说陈其新和周维善均已被捕，并说上海分社人员已撤离，问题已解决，敌伪不再对他追究，希望徐荣道回上海面谈，可以保证生命安全。徐荣道一看不妙，信也不回，决定尽快去重庆。此行一方面是向行政院汇报此次事情的经过，听取上级安排。如继续在沦陷区，要么被捕，要么被拖下水，成为汉奸，他不愿有这样的结果。
徐荣道一路奔波，历经辗转，在大年夜平安到达了重庆，而在早已到达的，自己岳父从黎里发来的信中，他得知，妻子盛彩文因难产去世了。他恍然若失，黯然神伤，但想到接下来的汇报工作有关大局，不得不让他调整好心情。几天后，得许大纯（时任中央银行人事处副处长，原孔祥熙的机要秘书）引见，徐荣道晋谒了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孔祥熙认真听取了徐荣道的汇报后，对徐荣道的工作给予了“对抗战作出了有益的贡献”的高度评价，并予以嘉奖，同时让徐荣道先调养休息，等候安排。没几天，孔祥熙就让徐荣道任中央银行任秘书处专员。期间徐荣道欲去辞中央社的职务，但因周绍高挽留，他弃辞而仍兼职。在高薪高职的优厚条件下，徐荣道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大有失落感，他看到许多在重庆的高官都在发国难财，而老百姓生活却艰辛，饱受战争带来的苦难。他在重庆的唯一乐趣就是和一些老同事、老朋友聚会，其中包括黎里同乡毛啸岑夫妇。
1945年8月15日晚上，徐荣道正和几个朋友在喝茶，忽然之间街上喧闹起来，许多人在狂喊：日本投降了！徐荣道几人走到街上，街上已挤满了人，大家都在欢呼。他们匆忙赶回中央社，只见大门口已用大字公布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当晚中央社决定派徐荣道等4人于次日一早，和其他各机关代表一起飞去湖南芷江，参加何应钦主持的接受日寇投降的受降典礼，仪式后连饭都来不及吃，他又飞往南京，主持接收工作，接收了中央电讯社、同盟社、电讯社等电台。那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全部留用。徐荣道被任命为中央社总干事。
        “解放”回黎里，逆境以书娱
工作暂告一段落后，徐荣道由沪转道回到家乡黎里，去闻诗堂看望了岳父，那时正逢岳母刚离世，境况萧条，妻子也离世多年，徐荣道目睹此况，不胜感概。后来殷雪生（徐荣道连襟殷恭骏之父）帮其介绍了丁舜芳，他俩后在南京举行了婚礼。
  徐荣道回归中央社工作，时内战又起，贪污腐化横行，通货膨胀，百姓怨声载道，徐荣道感到国民党的民心尽失。两年后解放军打到了长江边，南京大乱，中央社社长宣布了三条出路，任由选择：一是到台湾，二是留南京，三是回老家。徐荣道选择了回家，1949年5月4日，黎里解放，徐荣道重谋职业，无果，1950年10月摆了一个出租连环画的小书摊，妻子丁舜芳则谋得一个小学教导的工作，生活拮据。1966年“文革”开始，书摊被封，从此徐荣道失业。祸不单行，他又被污为军统特务，隔离审查10个月之久，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直到中共党的“三中全会”之后才得以平反。
早在重庆之时，徐荣道就十分喜欢书法，同事中有潘伯鹰，在书法上颇有成就。徐荣道也时常与他讨教。平反后，徐荣道也曾申请给以工作安排，均无结果。徐荣道心情苦闷，只得以书法为娱为伴，一练就是十年。从1984年起，他的书法作品在黎里展出，其后又陆续到吴江、苏州展出，并先后被吴江书协、苏州书协吸收为会员，其书法作品在“海峡两岸书画联谊赛”和“黄埔书画摄影展览”中曾先后获奖，这也给了困境中的徐荣道一丝安慰。1985年徐荣道加入了黄埔军校同学会，1994年逝世于黎里家中。徐荣道有二子二女，长女徐幼幼，生前为小学教师，已病故。长子徐刚，吴江开关总厂退休；次子徐健，八都商业公司退休；四女徐斐斐，吴江开关总厂退休。
（此文根据徐荣道回忆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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